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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看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

娄欣星

摘　要：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特别是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呈现出家族化、群体

化、地域化的发展特征。作为整个文学生态乃至文化格局中一部分，女性文学的思想与艺术价

值只有置于文学生成的环境并与相关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才更有意义。女性文学创作由原

本局限于家庭的 “私领域”，扩展到与社会文化结合的 “公领域”层面，不仅为家族女性提供了

丰富的人生轨迹以及多重的社会形象，而且成为彰显地方文化实力的重要展现。从家族的角度

来看，女性文人作为家族教育的关键人物，通过对儿女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为家族的发展

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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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 《诗经》 《召南·行露》 《卫风·硕人》

《邶风·柏舟》《鄘风·载驰》等篇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滥觞。春秋战国时，亦有鲁漆室

女 《处女吟》、陶婴 《黄鹄之歌》、赵简子夫人 《河激之歌》等，以歌谣为主要形式的文学创作。汉魏

时期是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此时期涌现了卓文君、班婕妤、徐淑、蔡琰、谢道韫、左芬

等较有影响的女文人，她们的创作反映了其时战乱频繁、民族文化冲突等特点。作为古代女性文学的

第二个高潮，唐宋时期出现了薛涛、鱼玄机、李冶、李清照、朱淑真等一大批女性文学巨匠，她们的

作品较多表现出唐宋文学婉约的一面。明清以后，女性文学创作更是走向新的里程碑。其时女性作家

不仅人数众多，据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载，中国古代女作家近四千人，而明清时期高达三千七

百余人，而且呈现出家族化、地域化、群体化的创作特征。她们从闺内吟咏走向闺外结社，建立了跨

越家族、性别和地域的文学交游网络。在诗词文外，女性文人还参与了小说、戏剧和弹词的创作，为

古代女性文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那么，女性文学如此创作成绩的取得又产生了何等的价值和

意义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女性文学创作环境的生成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也许主要不在其本身的艺术贡献，而在于其作为整个文学生态乃至文

化格局中的一部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只有置于文学生成的环境并与相关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才更

有意义。古代男性与女性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现实生活内容，决定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条件实现自我价

值。如果明清以前，大多数女性生活的全部在于家庭，那么明清时期女性的生活则是家庭与社会的融合。

她们只有在与父母、丈夫、子女以及其他亲友所构成的环境和关系中，才能真正感受和实现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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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义。女性文学生成的环境，特别是对于明清家族女性来说，家族为其提供了多方面充足的教育资源，

从家学的传承、家族氛围的熏陶、家族长辈的指导、家族资源的共享到家族成员的唱和，都成为家族女

性成长与长才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相比普通女性文人，明清时期的家族女性具有更多接触社会的

机会，更多复杂的人生体验和经历。可以说这些因素在明清女性文学创作环境生成过程中对于女性文人

的影响，才真正体现了女性文学的价值。

家族文化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不可避免地要扮演不同的家庭角色，

承担自己对于家庭的义务和责任。不管是谁，在思想、精神、行为上都会流露出较为明显的家族意识［１］。

作为女儿，其接受的教育以知礼法、明妇道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正反映长辈对于女子的期望———尽守本

分，做好贤妻良母。婚后，作为夫家的媳妇，侍奉公婆、操持家政是她们的主要任务。作为丈夫的妻子，

理想的婚姻模式从 “夫妇有别，三从四德”到 “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再从 “郎才女貌，比翼双飞”到

“金童玉女，琴瑟合鸣”的逐渐演变［２］，妻子成为丈夫的 “闺中良伴”，与其联吟酬唱，成为社会普遍流

传、令人称羡的 “佳话”。“诚能于妇职余闲，流览坟素，讽习篇章，因益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

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３］文学才能成为女性相夫教子的必备条件。因此，对于女性来说，家族不仅是一

种归属，更是一种责任。

在家族背景下培养的德行和才学，也影响了家族女性婚后的家庭观念、人生轨迹以及社会形象。可

以说，明清时期的家族女性比以往各时代女性都拥有更多的人生状态和社会形象，在 “内言不出，外言

不入”［４］传统闺范受到极大冲击下的创作，更显女性文学特有的美学韵味和审美情趣。从空间角度而言，

女性文人流动性的人生状态，不仅带来了创作上多样的审美价值，而且对于女性文学传播的意义更加明

显。不管是随夫赴任的 “从宦游”，还是以休闲娱乐为主的 “赏心游”，亦或是以补贴家用为目的的 “谋

生游”，这三种 “游”的方式都是以女性生活的具体环境和心理状态为基础，展现了女性文人借由文学吟

咏而超越家庭空间限制的多种途径。藉由诗词等多种形式的文学创作了解、接触甚至融入家庭外的世界，

自由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变化，从前代展示的被儒家规范压迫和束缚的受难妇女形象跳脱出来，取而

代之的是向社会展示自由真实的个体精神的女性现象。

“闺塾师”即是女性多重社会形象的重要体现之一。凭借文化资本谋生的生活方式是清初才女活动的

一个新动向，也是清代女性文人的独特之处。归懋仪，字佩珊，号虞山女史，常熟人，幼承庭训，博通

经史。自父亲归朝煦去世，公公李心耕解甲归田后，归懋仪迫于生计，“间为人延请教闺秀，皆井井有法

度”，“俨然垂教，不为弟子而为师。且以女子教女子，授受亲而性情洽，其理更顺”［５］序。其诸多诗歌，

多写于出行途中，如 《吴江舟阻》《葑山道中呈简田先生》《过莫愁湖题莫愁小影次前人韵》《舟泊泖湖望

月》《寓居葑溪邻家李花盛开感赋》《小寓吴门连朝阴雨占此自嘲》《泛舟秦淮》等，足迹遍及江浙一带。

其 《王渡阻风》一诗，云：

咫尺家山路渺茫，五年陈迹费思量。孤舟一夜潇潇雨，青镜明朝鬓有霜。［５］卷三：２３

形象展示了归懋仪五年间离家独自远游，思念家乡的心境。其具有独立性与自由性的流动活动，得

到了其时诸多文人的肯定。在拜入李廷敬、潘奕隽门下的同时，归懋仪亦与袁枚、陶澍、孙原湘、陈芝

楣、吴蔚光、唐仲冕、张午桥、赵翼、陈文述、张掖垣、梁章钜、汪启淑等名臣巨卿多有唱和，一时诗

名隆起。袁枚赞佩珊：“写就簪花妙格妍，咏来柳絮清才好。客春曾见衍波笺，诗比芙蓉出水鲜。”李廷

敬更赞其 “言情赋物妙传神，风雅天真本性情”，才名可与 “左”、“鲍”齐名。

闺塾师，作为对 “男主外、女主内”、“内言不出于阃”等传统格局的挑战，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了传

统对女性的束缚。虽然这些女性都是因生活所迫而走上闺塾师这一道路，但在这一流动性过程中建立起

的文学交游网络和不断扩展的社会活动空间，为女性文人带来的收获更是异常丰硕，这不仅促进她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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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上日益精进，而且更有利于她们声名以及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正所谓 “信从者众，而诗词遂得以流

传也”［５］序。

家族女性流动性的人生轨迹和多重身份的人生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对自我价值和意义重新

建构的过程，具有塑造主体性认同的多种可能性。在移动过程中，性别界限也不断被解构和重构，不断

塑造与改造自我形象。游历不只是单纯的观看活动，而是自我体验与环境互动的感受过程，在不同空间

中，给予其更加广阔的视野，为其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素材，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文学社交网络的生

成，加深自我主体意识的深度和广度，形成女性对自我的重新塑造。这些社会形象、人生状态以及文学

发展轨迹的呈现，使得女性文学的创作呈现既丰富又具有时代特征的多重情态，由原本局限于家庭的

“私领域”，扩展到与社会文化结合的 “公领域”的层面，这正是女性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之一。

二、地方文学声誉与实力的展现

如果说对于一个家族而言，才女是名门望族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本。那么，对于一个地域来说，才女

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彰显地方文化实力。女性文学作为地方文学的重要一部分，是地方文学实力的重要展

现。地方志也乐于通过记录女性的文学创作才能，反映地方文学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明清时期女性文

学的发展促使地方志逐渐重视女性文人及女性文学，而这一重视过程反过来又进一步肯定了女性文人的

创作，激发更多女性投入到文学创作的队伍中。

其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地方志在凡例或序言中言及设立列女传的标准和寓意时，都肯定女性

“内治而家国天下可理”的地位与作用，并不约而同地将 “通经术”、“著词采”等特点作为女性入选的标

准。如 《乾隆长洲县志·列女》云：

范蔚宗后，《汉书》搜次才行尤高者，为列女传。不专一操，以为王政必自内始，盖内治而

家国天下可理。闺门之中，其最先也。今通经术而泽风雅者，或间有其人，而明大义植伦常，

足与秋霜比质者，虽穷檐部屋不可胜数于此，见教化之入，入者深也，区明风烈，昭我管彤志

列女。［６］

将 “通经术而泽风雅”者与 “明大义植伦常”者作为彰显长洲一地彤管之盛的重要代表。

此外，《元和县志·列女》更明确指出列女 “不止以节见”的观点，“凡瑀琚珩璜之节，威仪动作之

度，与夫经术图史文藻吟咏之娴，并足采录。”［７］只有将这些女性汇而辑之，才足以彰其教化之盛，表其风

土之厚。

这种记录标准的变化， 《民国德清县新志》从幸与不幸的角度看待，言历朝列女传多传其不幸而哀

之，而今多传其幸以增生趣，如 “贵盛之有沈妙容等，贤孝之有俞姚氏等，才藻之有管仲姬等，瑞寿之

有虞章氏等”，将苦节纯烈者与文情诗思者并足记录，以 “列女志”作为 “采藻与壶范亦均可得而传”的

地方女性人物集；在 “男女匹敌不敢或遗之意”［８］的基础上，重视女性道德伦常及文学才能的记载。可见

地方志编纂者对于女性文人的重视，以及展现地方文化实力的自豪感，这些都为地方文化的发展大大

加分。

其二，从 《列女志》对于女性的分类来看，入选女性不再只是传统闺范中的节、烈、贞、孝等，“才

媛”（闺秀、秀淑）类女性被记载入其中。在明清环太湖流域的地方志中，专门将地方才媛记录到 《列女

志》中的有 《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光绪宜荆续志》《光绪常昭合志稿》《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光绪

嘉兴府志》《光绪嘉兴县志》《民国海宁州志稿》《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光绪桐乡县志》《光绪石门县志》

《同治湖州府志》《民国德清县新志》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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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湖州府志·列女》：节孝、贞烈、闺秀；

《光绪武阳县志·列女》：贤孝、贞孝、节孝、节烈、才媛；

《光绪嘉兴县志·列女》：贞孝、义烈、寿母、贤媛、才媛、节妇；

《光绪石门县志·列女》：节妇、烈妇、孝妇、贞女、烈女、孝女、贤母、寿母、才媛；

《民国镇洋县志·列女》：节烈、贞孝、贤能、秀淑。

而在 《艺文志》或 《经籍志》（《书目》）中收录才媛作品的地方志有 《光绪吴江县续志》《光绪无锡

金匮县志》《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光绪嘉兴府志》《湖州府志》《光绪石门县志》《同治长兴县志》等。如

《乾隆吴江县志·书目》收录７部女性作品，其中家族女性作品４部：沈宪英 《惠思遗稿》一卷、沈华鬘

《端容遗稿》一卷、沈蕙端 《幽芳遗稿》一卷、叶小纨 《存馀草》等。《同治湖州府志·艺文略》著录７７

部女性作品，其中家族女性作品７部：孔继孟 《桂窗小草》，孔素瑛 《飞霞阁诗集》《兰齐题画诗跋》、周

映清 《梅笑集》、叶令仪 《花南吟谢遗草》、李含章 《蘩香诗草》、陈长生 《绘声阁集》。《光绪常昭合志稿

·艺文》“闺秀遗著”一门，录女性作品４２部，其中家族女性作品１４部：王慧 《凝翠楼集》四卷，苏瑗

《漱琼集》，苏琇 《河梁集》，归懋仪 《绣馀诗草》，赵同曜 《月桂轩诗稿》一卷，鲍印 《藏翰轩诗稿》四

卷、《词》一卷，邵广仁 《吟香阁诗集》，屈静堃 《留余书屋诗文集》，屈秉筠 《韫玉楼集》，屈凝 《心闲

馆小草》，屈敏 《松风阁小草》，王谢 《韵兰室遗稿》一卷，邵琬章 《话月楼遗稿》等别集。《光绪武进阳

湖县志·艺文》“闺秀类”著录女性作品５６部，其中家族女性作品２０部：庄蕡孙 《玉照堂集句》、《悟香

阁草》，庄德芬 《晚翠轩遗稿》，钱孟钿 《纫秋诗草》 《浣青诗草》 《鸣秋合籁集》、虞友兰 《问月楼草》、

庄素馨 《蒙楚阁草》、汤瑶卿 《蓬室偶吟》、钱诜宜 《五真阁遗稿》、庄玉嘉 《联香集》《翠香吟草》、庄玉

芝 《兰荪阁遗草》、庄盘珠 《莲佩诗草》 《紫薇轩词》一卷、张珊英 《纬青诗稿》、恽珠 《红香馆诗草》、

钱湘 《绿梦轩乐府》、张纶英 《绿槐书屋诗集》三卷，庄宝珠 《翠环琼仙诗钞》二卷。

可见地方志对于地方女性文人，尤其是出身于世家大族的才媛的重视，这也体现了明清时期女性文

学发展家族化、群体化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也促使编纂者在记载女性文学才能的同时，亦能从多方面

考证其文学生活内容、文学创作特点等。如：

张氏藻，字于湘，青浦人。诗传家学，少与兄凤孙唱和，适毕镛为继妻，著有 《培元堂

集》。［９］

将继承家学传统及少时多与兄长唱和交流的生活内容作为张藻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或者影响张藻文

学创作才能的重要原因载入地方志中。其时 《列女志》的记载已不再局限于女性生平事迹以及创作特点

的简单罗列，而是关注其文学源流的传承关系、文学交游网络的生成状况等内容。如：

査惜，字淑英，编修慎行妹，幼聪慧，年十五归马思赞。家有 《道古楼藏书》最富，纵观

唐宋以来诗文。深闺唱和以清雅为宗，有 《吟香集》六卷，自为序。［１０］

作为査氏家族的著名女性文人，査惜借助家族丰富的藏书资源——— 《道古楼藏书》，得以观览唐宋以

来的诗文典籍。在深闺唱和这一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清雅为宗的创作特点。短短几句亦可知査氏家

族提供的成长环境对其家族女性文人创作的影响。

其三，以家族、社团为单位，明清时期的地方史特别重视女性文人群体的记载。成员间艺术才能的

丰富性和创作特点的差异性是编纂者记载和评价的重要内容。如阳湖张氏，张琦四女张□英，“学诗以黄

处为宗，多和平温定之旨”；张珊英， “幼喜为诗，长益工行，间有奇气，感慨悱恻”；张纶英，善书，

“诗宗魏晋，不屑为绮丽”；张纨英，“尤工古文篆法”；张曜孙妻包孟缇，亦 “能书工书”；张纨英女王采

蘩，“能诗文，工隶书，……又善丹青”［１１］。太仓王氏，王发祥妻吴氏 “博览典籍，尤悉史事得失，能诗

善琴”；长女王慧 “工诗，……沈德潜谓其诗 ‘清疏朗洁，品最上’”；次女王莹，“诗清秀”；季女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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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与两姊均，诗不多作，作必矜贵可传。考订声韵，尤精。”［１２］家族女性群体成员间各异的艺术才能和创

作特点透露出家族开放的教育和创作环境对于女性文学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显示出家族文学，乃至地

方文学的兴盛景象。

在这些女性群体中，成员间不仅存在姻娅、血缘关系，更有师承、社团等多维度的联系。以乾隆之

际的清溪诗社为例：

震泽诸生任兆麟妻张允滋，字滋兰，号清溪，吴县人。幼受业徐香溪女史之门，工诗文，

兼写墨梅。比归任后，偕隐林屋山中，琴瑟唱和，诗学益进。著有 《潮生阁集》。继与同里张紫

蘩芬、陆素窗暎、李婉兮媺、席兰枝蕙文、朱翠娟宗淑、江碧沈珠、沈蕙孙纕、尤寄湘澹然、

沈皓如寄玉，结清溪吟社，号吴中十子。媲美西泠。［１３］

诗社成员以张允滋为首，众人多为江苏吴县人。在同一地域中形成的社团关系，又是建立在姻娅、

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张允滋，与张芬为姊妹关系，与朱宗淑为姨侄关系；尤澹仙与沈持玉为表姊妹关

系；李媺与陆瑛为姻亲关系。成员之间复杂的联系为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社团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

好的环境。作为诗社活动的组织者，张允滋对诗社成员的影响可想而知。如沈纕曾自叙云：“余初不喜填

词，相馈之余，停针之暇，惟斤斤于无言字中。……后与清溪张姊交，观其填词，能移我情。岁戊申，

始研心音律。自唐迄宋，诸名家词，靡不手自钞录，兴之所之，恒彻夜忘寝。”［１４］在沈纕从 “主中馈”到

精研音律的转变过程中，张允滋发挥了引导、鼓励其创作的积极作用。而任兆麟作为清溪诗社雅集活动

的评定者①，对于诗社成员而言，不仅存在鼓励、提拔、赞赏之意，更具有些许师承关系的意味。

这些例子都说明，妇德与才情兼善的女性成为明清江南地方志着力建构的典范。这一变化表现出官

方对于女性文人及其文学的认可，甚至将女性文学纳入到地方主义的竞争体系中：在注重女性文人创作

特点的同时，也极力从多方面考证源流；通过考察女性文人的交游网络，建构出属于其时、其地女性文

学的发展状况。这也从另一方面昭示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三、家庭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内容

女性文学创作不仅是家族重要的文化资本，地方文化实力的重要展现，更是家族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家族后代的培养，事关家族的兴衰荣辱。“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

难”［１５］。母亲在家族教育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传统德行的基础上，诗文与经史兼备的 “才”逐渐成为

女性课子诲女的必备条件。女性的文学创作自然成为其教育儿女的必要手段和方式。

近世学者推论人种进化之基，谓基于女教，此非譽言也。考诸古昔，上而宫闱，若太姒，

下二闾里，若孟母，其诞育圣贤，皆自胎教始见之，传记者详矣。至史书所述前哲之得力于母

教者，殆不可胜数。盖受教于孩提时深入脑髓，故非父师之训可得而并论也。吾邑自宋元以来，

多大人物，则贤母宜其夥矣。顾自来贤母多崇质朴，往往守内言不出于阃之戒，不欲其子孙表

暴之于外，其经士大夫之仰慕，阃德勒之碑表，登之传记者，或什不得二三焉。［１６］

作为家族文学重要的传承者，女性文人成为家族教育的关键。其文学创作作为母教的重要方式之一，

融入了她们对于子女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明清时期家族女性的母教，在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下，产

生了课训诗这一新的诗歌题材，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关键作用。此类题材从顾若璞发端，到

康熙时期女诗人达到高峰［１７］。作为清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一部分，课训诗根据对象的不同，又可分为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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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课女诗两种。

在课子诗中，母亲的勉励与督促是此类诗作的重点。

青云与泥涂，勤苦同一辙。志学抱坚心，宁为境所易。诵读知其人，尚友若咫尺。流光驹

过隙，分阴抵拱璧。毋令寡母心，戚戚忧乾没。［１８］

处世毋忘修德业，立身慎莫坠家声。［１９］

立脚须端本，姱脩莫近誉。传家惟孝友，报国在诗书。世路崎岖险，投桃慎择交。薰蕕应

早辨，玉石莫相淆。［２０］３

在读书、立身、择友、报国等方面为儿子的人生指明方向。同时也对儿子的将来寄予厚望。“期尔早

飞腾，剑跃白虹气。精心蟫简攻，锐志龙门诣”［２０］２２；“国恩诗礼绵家学，忠孝期无负”［２０］２１；“传经家世扶

阳重，厚望须教慰夜泉”［２１］４。继承发扬家学传统，以告慰祖先，不负家人期望。

母亲的劝诫更是在子孙仕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太仓张藻对于儿子毕沅的教育可谓影响深远。

张藻，幼承母顾英之教，富于文采，被誉为 “闺秀之能诗词而学术渊纯者，当以太仓张藻为第一”。毕沅

六岁时，张藻就亲自教读 《诗经》《离骚》。张藻虽在闺阁，但也通达政体。毕沅为官途中，张藻做 《诫

子诗》，劝诫毕沅不仅要修身：“勿胶柱纠缠，勿模棱附丽。端己励清操，俭德风下位。大法则小廉，积

诚以去伪。”更要因时制宜、有所作为：“润泽因时宜，樽节善调理。古人树声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践

履真，实心见实事。”这样才可以 “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其教诲可谓训词深厚，不减颜家庭诰。

高宗更赐御书 “经训克家”［２２］四字以褒之。

在儿子读书不顺或仕途失意时，母亲还承担起劝慰、安抚的责任。这类课子诗中，表达了女性文人

对于读书仕宦的诸多见解。如刘汝藻 《儿绍基报罢，抑郁不乐，作歌解之，并勗其志》云：

读书之乐四时宜，管生穿榻忘饥疲。鹏抟扶摇九万里，六月暂息何嫌迟。攻书如种树，叶

茂根先固。课程如灌园，膏沃花自繁。爱博不专徒犯忌，束书不读更自弃。舒啸应成鸾凤吟，

题诗且作蝇头字。勿灰凌云志，勉尔倾葵心。成连操伯牙琴，海上一曲清尘襟。高山流水足，

千古子期尚在，莫谓当代无知音。［２０］１７

读书如种树，必先固其根本，才能枝繁叶茂。过程虽然艰辛，但知音尚在，切勿灰心自弃。句句透

露出母亲对于儿子规劝和关爱之情。李含章 《楏棻二儿春馆下第慰之以诗》： “四海几人云得路，诸生多

半壑潜鱼。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科名始读书？”［２１］２８更是看穿了科举仕宦之路的真谛，得出勿为科名始读

书的高超见地。

在文学家族中，男性和女性都有得到教育的机会。男子的教育侧重于经史典籍，而女子的教育则侧

重伦理教化，具体表现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闺范教育，规范女子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为

人媳的角色职责，接受如何处理家政的训练，并负责维系家族内良好的人际互动。同时，为了适应家族

联姻对于女子文艺才能的需求，接受诗文方面的教育成为世家大族女子的必然趋势。以湖州叶氏家族的

周映清为例，其 《令阿缃入学》云：

从来娇绕膝，今已略知闻。恩义难相掩，贤愚自此分。枣梨余自具，经传汝宜勤。未暮休

归舍，童心惧放纷。

低鬟怜阿姊，与汝亦齐肩。且令抛金线，相随理旧编。双行知宛转，坐咏爱清圆。试看俱

成诵，今朝若个先。［２３］２６

此诗主题是对于亲子课读的描写，充满了母亲的怜爱之情。第一首是母亲教诲入学的儿子切勿放逸。

第二首言及与姊姊亦与儿子一起读书。两首诗见出了母亲对于儿女不同的教育期待。对于女儿，言其本

分为女红针线，由于陪伴弟弟读书，才得以暂时 “抛金线”。但这并不代表周映清不重视或反对培养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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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文创作才能。其 《娇女诗》作为一首课女诗，明确提出了其对于女儿文学才能的评价和期望，诗云：

我家娇女齐蕙芬，媚如春月回微光。终朝据案弄卷轴，清吟婉转调莺簧。今年十二解声韵，

七字五字吟琅琅。亦知弱腕乏警策，颇有慧语馀清锵。闺门尚德不尚艺，四诫初不夸词章。岂

知陶冶有妙用，能使冰炭消中肠。温柔敦厚本诗教，幽闲贞静传闺房。但令至性得浚发，勿务

浮艳鸣荒唐。我昔南楼强解事，力穷汉魏兼齐梁。即今所得尚无几，颇觉辛苦难为偿。怜汝娇

憨亦不恶，岂必刘鲍争低昂。作诗因汝感畴昔，只恐明镜生秋霜。［２３］１０

她指出传统妇德中，与诗文词章的艺相比，道德的规范是更为重要的。所以诗作在夸耀女儿读书写

作上聪慧用功，但倍感欣慰之余，也不免担心。虽然闺门尚德不尚艺，但周映清仍提出诗有陶冶性情之

功用，且诗教之温柔敦厚，正好与妇德之幽闲贞静相通。在妇德与诗教之间，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即 “但令至性得浚发，勿务浮艳鸣荒唐”。由此可见，周映清无疑是 “才德相成”的支持者，运用裨益教

化的观点，为自己、女儿辩护。但纵使支持，也不能忽视现实的力量，诸多代代相传的规矩准绳局限了

女性才华的发展空间，诗歌末四句亦透露出了周映清的无奈和感伤。

对于家族女性的教育，吴江沈氏家族的沈宜修可谓其中代表。沈宜修以课儿女继承家学为己任，常

与三女吟咏唱和，时人赞誉称 “居恒赓和篇章，闺范顿成学圃”。沈宜修 《夏初教女学绣有感》有云：

忆昔十三余，倚床初学绣 ．不解春恼人，惟谱花含范。十五弄琼箫，柳絮吹粘袖。竿伴试秋

千，芳草花阴逗。十六画峨眉，娥眉春欲瘦。春风二十年，脉脉空长昼。流光几度新，晓梦还

如旧。落尽蔷薇花，正是愁时候。［２４］

此诗是沈宜修教导女儿时回忆起自己的成长历程时所作，十三岁学刺绣，十五岁学箫竹，十六岁已

能画眉。结合 《鹂吹集》中其他作品的记载，可看出沈宜修对女儿的教育基本遵循以下课程：２－４岁，诵

诗，包括 《诗经》《楚辞》、白居易 《琵琶行》、《长恨歌》等；４－１１岁，认字、阅读、造句；１１－１２岁，作

诗、作文、学刺绣；１３－１５岁，学琴、棋、书、画。由此可知沈宜修非常重视女儿文学创作及其他艺术才

能的培养，与以往只注重女子阅读女诫闺训类作品的家庭教育有很大进步。而这一进步正是通过女性文

人的文学创作反映出来的：一方面，女性文人的文学创作作为家族教育的一部分，是教育子女的重要载

体；另一方面，从这些记录家族教育的文学创作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其时家族教育的内容、形式及其

他相关特征等。

尽管 “课子”与 “课女”两者在教育内容及重视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作为母亲，其诗文经史兼备

的知识结构与德行是必须的，“女教莫诗为近，才也而德即寓焉矣”［３］。作为女性文学的一部分，女性文人

将自已的所学运用到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成为影响儿女学识与前途的关键人物，并进一步维系着家族文

脉的兴衰，往往比男性发挥了更加切实的作用，彰显了女性在家族中传承家学、培育后代的重要地位，

体现了女性文学的实际价值。

对于家族女性来说，她们所发挥的作用已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相夫教子、“主中馈”、男性的附庸，

而是成为家族中、地域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独立个体。女性文人创作环境的生成，为女性文学的发展提

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坚实的基础以及强大的后盾。在提高女性文学地位的同时，也彰显了地方文化的

强大实力，才得以在地方志中争得一席之地。世家大族中的女性文人更将其文学创作作为家庭教育的一

部分，用于激励、劝导儿女的成长，在家族文学的传承、家族势力的壮大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女

性文学取得的成绩，也从某种意义上激励了更多女性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在互相砥砺切磋中，促进女性

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正是女性文学，更准确的说是明清家族女性文学给自身、家族、

地域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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